


从研究智库的理论与方法看日本
智库的作用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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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对世界各国智库组织形态及其研究动向进行跟踪研究，是人

们了解各国政府内外政策的有效途径。以日本智库为例，通过对研究智库的

理论与方法以及日本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和

探讨，可以发现智库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应把追求“公共精神”作为自己

的行为准则。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智库的性质与作用发生了质变，即由面向

企业的“咨询机构”转换为面向政府的“政策研究平台”。日本战后曾出现

三次智库建设高潮，目前正处于智库建设的调整期，其经验值得正在开展智

库建设的中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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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是 20 世纪的产物，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智库得到快速

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世界的系统性特征十分突出，单个人的决策力量和

准确性受到挑战，同时，专家的权威更加牢固，人们已经养成了听取专家意

见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以出卖 ‘头脑中的知识’

为手段的机构开始出现并且蓬勃发展”①，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 “智库”或
“思想库”。鉴于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国际战略制定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 世纪后半叶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

各国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越来越依赖具有宏观视野和战略高度的智库组织以及

具有多学科、跨领域研究能力的智囊或智囊团提出政策构想与政策方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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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 《领袖的外脑———世界著名思想库》，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00 年，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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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世界主要国家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角度加强了智库建设。日本战后曾

出现三次智库建设高潮，目前正处于智库建设的调整期，其经验也值得正在

开展智库建设的中国借鉴。

一、智库与政策过程

( 一) 何为“智库”

所谓“智库” ( think tank) ，即智囊机构、智囊团，也称 “思想库”，是

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

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

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民间组织。① 智库是研究政策的，并

且是研究“公共政策”的。作为专业性研究机构的智库，以公共政策为研究

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

研究准则。如果为一个企业或集团研究政策，这不是“智库”，充其量不过是

一个“咨询机构”而已。所谓 “公共政策”，是指涉及社会全体公民共同利

益的政策，“是应对各种各样公共问题的政策总合”。②

1. 智库是一个专业研究组织

智库首先指的是一个组织，不具备 “集团性”和组织特征不能叫 “智

库”。“智囊”指的是 “个体”，他可能是智库的一员，也可能是大学教授或

社会名流，但不能视个人为智库。智囊在中国历史上多被称为 “军师”或

“幕僚”，在日本一般称“有识之士”。 “智库”和 “智囊”有组织与个人之

别。智囊虽然不等同于智库，但智库里却不乏智囊，特别是在智库进行重要

课题研究时，一般都有内部或外部的重要智囊参与其中甚至成为课题研究的

负责人或重要角色。“智囊团”虽然具有集团性，但因其是临时组建而不具备

长期固定组织形态，在狭义上讲智库不包括智囊团。不过，就 “智囊团”一

词的含义而言，各国也有不同的理解。如，在日本一般指临时性的首相 “咨

询机构”，而在中国则指具有长期稳固组织特征的智库。因此，广义上的智库

概念包括智囊团。在日本，虽然使用的是狭义智库概念，但鉴于 “智囊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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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http: / /wiki. mbalib. com /wiki /% E6% 99% BA% E5% BA%93［2017 － 07 － 28］; 辞海编
辑委员会: 《辞海》 ( 下)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年，第 5127 页。

足立幸男·森胁俊雅编 ?公共政策?、ミネルヴァ书房、2003 年、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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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政府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在论述日本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

的作用和影响时使用的是广义智库概念。日本首相的公共咨询机构 “审议会”

以及私人咨询机构“恳谈会” ( 有时也称 “研究会”或 “学习会”) ，一般都

属于临时组建的 “智囊团”。比较而言，审议会要比恳谈会持续的时间长一

些，有的甚至长达数年，而恳谈会一般只存在一年左右。日本智库政策研究

的中、短期特征明显，即便是进行得比较深入的对华政策研究也缺乏长期性

的战略与思考，这是中日关系经常陷入危机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智库是能够进行独立研究的非营利机构

就一般特征而言，智库属于能够进行独立研究的非营利机构。具备了
“独立性”并且不以营利为目的，会更有利于智库客观地提出政策方案。公共

政策应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公众的群体利益，智库就是在 “社会”这个 “公

共空间”的大平台上，为政府制定公平合理的公共政策献计献策。因此，智

库不仅要具备组织性、独立性、非营利性特征，还要具备“公益性”特征。

当然，世界各国的智库，其基本特征也并非整齐划一。即便一国之内的智

库，其特征也不尽相同。如日本的智库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由于财力有限而不

能独立研究，并且做不到“非营利”，智库发展水平也与政治环境息息相关。

3. 智库依靠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多学科、跨领域的集体研究

智库成员的研究并非个体行为，而是以集体形式从事研究，这历来是智

库研究的基本模式。如果说基础理论研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那么对策研究

则属于政策科学范畴。就学术研究而言，智库是“没有学生的大学”。就政策

研究而言，智库是知识与政策之间的“转换器”。相对基础研究的专业化，对

策研究更需要广博的知识、机敏的头脑、宏观的视野、前沿性的信息甚至
“情报”。考察历史、洞悉当下、预测未来，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对国家、区域

以及国际公共政策做宏观战略和微观战术分析并提出政策构想与方案，才是

智库研究的特色与内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狭义上的 “智库”，是指以研究公共政策为特征，

以追求公共性为其价值导向，独立自主地以集体形式进行研究与活动并提出

政策建议或政策替代方案的较为稳固的生产知识产品的组织或机构。总的看

来，欧美国家的智库发展水平较高，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智库发展较为

缓慢。各国智库的研究也往往很“现实”，并以自己国家利益为先，智库往往成

为一国政府扩展国家利益的“尖兵”。当年，作为日本智库鼻祖的“满铁调查

部”，就曾为日本的侵华政策制定立下“汗马功劳”。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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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具有高智商的智库成员逐渐意识到，追求“公共性”应成为智库研究的行

为准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智库可持续发展以及存在价值的体现。

( 二) 智库如何影响“政策过程”

所谓“政策” ( policy) ，一般是指 “个人或集团为了获得、维持和增加

特定的价值而制定的行动方案、方针和计划”。① 也就是说，政策是具有强制

力的权威分配价值的一种手段，是政治体系与环境相连接时的一种行动。而
“决策” ( policy decision) 则大体上是指 “以权力为媒介的方针与设想的决

定”②，即“政治性”决策。 “政策的决定一般有法令的公示、敕令的发布、

行政规则的制定、判决等各种形式，但是，决策的意义在于给特定的行动方

案赋予了公权威。经过正规的决策权力者的裁决，一项政策才具有约束或方

便全体社会成员乃至特定成员的正统性。”③ 所谓“公共政策”，是指“以社会

整体的形式应对公共问题的行动方针”，公共政策面向的主体是市民，制定公共

政策也不是一部分精英的专有权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民主化进程的推进，

“政策方案的制定往往不局限在有权利的政府和官僚机构，以媒体、NPO、

NGO、智库、政策研究人员为中心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成为公共政策的设计者、

倡导者”。④ 但说到底，公共政策的好坏最终取决于民众自己的努力和力量。

所谓“政策过程” ( policy process) ，是指公共政策形成和实施的过程，它

是公共政策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政治学虽然也研究政策过程，但二者的侧重

点不同。政治学当中的“政策过程”研究以政策过程自身的科学认识为目的，

而公共政策学当中的“政策过程”研究则重视知识的实践性以及对政策制定本

身的关注与研究。“政策过程”大体包括政策设想的提出、政策方案的筛选、政

策方针的制定、政策法规的实施、政策结果的评价等。“政策过程论”主要研究

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评价几个环节。目前，对政策过程的研究多采用模

型分析方法。智库不仅仅研究公共政策，并且能够参与或部分参与除政策实施

这一环节之外的政策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在政策过程循环的相关环节发挥作用。

智库不是直接的决策者，而是间接地对政府决策发生影响。因此，研究

智库在政策过程的哪个环节、以什么样的形式对政府的哪项决策发挥了多大

的影响，一直是智库研究者孜孜不倦的研究课题。政策过程循环的开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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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本政治仝编 ?政治の基礎概念?、岩波书店、1981 年、130 頁。
同上书，第 137 页。
足立幸男·森胁俊雅编 ?公共政策?、3 頁。
同上书，第 136 页。NPO，即非营利组织。NGO，即非政府组织。



日本学刊 2017 年第 5 期

即“问题意识”的产生以及 “政策设想”提出阶段，是智库最能 “大显身

手”的阶段。当然，其他的政策主体 ( 如，政治家、官僚、媒体等) 也都能

意识到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政策并设定课题，提出自己所希望的政策构想。

政府也时常提供一些 “政策议论场所”或 “政策制定场所”，让那些有较高

信誉的著名智库与智囊参与到政策形成与制定的过程当中。

( 三) 研究智库的理论与方法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智库研究成为国际政治学和公共政策学研究的新热

点。随着智库作用的增大，研究智库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受到学界的关注。其

实，研究智库的影响力问题难度很大。真正发挥作用的智库，其研究成果的

信息出于政府的保密考虑，欠缺公开性与透明性。有的智库研究结果很透明，

但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有限。不过，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时代的

来临，政府信息和智库信息以各种形式向社会流传。我们通过智库的公开会

议以及报告书出台的时间与内容等信息，对照政府相关政策的内容及其出台

的时间背景，再通过各种形式的调研采访，或能描绘出智库在政策过程中的

哪个阶段发挥了哪种程度的影响。

政治过程论中的宏观理论以及政策过程论中的中观与微观理论，是研究

智库影响力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前者如 “多远理论” “精英理论” “国家理

论”，后者如结构主义的 “政策循环理论” “多源流理论”，后现代主义的
“知识运用理论”以及“政策窗模型”“教科书模型”等。政策循环理论将政

府的决策过程分为几个不同阶段。然后，根据政策过程不同阶段的特征与作

用，找出智库能够发挥影响力的阶段与过程。

政策窗模型来源于多源流理论。“多源流理论的倡导者金登 ( John Kingdon)

在考察了数百个访谈者数据之后认为，智库主要参与的是政策议程设定的起始

阶段，即提出政策构想。根据多源流模型的观点，智库可能没有能力去影响

政策制定者最后的决策，但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力量更有效地集中于备选方案，

以影响政策循环中的议题设定阶段———让国会和政府认识到某项政策问题必

须马上得到解决，使他们开始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并为他们提供政治上可接

受且技术上可行的备选方案，这就是最大的贡献了。”①

笔者在研究日本智库时就使用了“政策窗模型” ( 参见图 1) 和 “教科书

模型” ( 参见图 2) ，通过模型可以形象地看出智库在政策过程中的哪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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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旭峰: 《“思想库”研究: 西方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 期，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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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作用。图 1 是研究“樋口报告”的例子，图 2 是研究 “荒木报告”的

例子。① 显然，在政策过程的初始阶段，即 “问题层面”或者说 “问题意识”

和“课题设定”以及“政策立案”阶段，是智库或智囊团发挥作用和影响的

阶段。智库成员通过对政策和政治环境的分析，提出新的政策构想或修正既

有的政策与方针。如果说社会科学研究者注重的是如何挖掘知识宝藏，那么

政策科学研究者注重的则是如何将知识变为政策。

图 1 政策窗模型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政策窗模型”理论制图。

图 2 教科书模型

资料来源: 縣公一郎·藤井浩司编 ?コレーク政策研究?、成文堂、2007 年、3 頁。

目前，西方研究智库的基本方法有三种，即 “历史研究”、 “实证分析”

以及“国际比较”的方法。历史研究的方法是最常见的定性分析方法，它主

要是从智库发展沿革的角度对智库的发展过程、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发挥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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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日本首相智囊团“防卫恳”于 1994 年和 2004 年分别撰写的两个报告书 ( ?樋口レポー
ト?、?荒木レポー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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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作用进行研究。如分析作为 “政策精英”的政策专家如何在一国政治中对

决策发挥影响的历史。实证分析的方法则有效地利用了计算机技术，对大量

的数据进行筛选、过滤，并在数据的支撑下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是一种

量化分析方法，它使对于智库的研究更具“科学”性。如，“美国外交政策研

究所” ( FPＲI) 的资深研究员麦甘 ( Mc Gann) 在 1995 年出版的著作 《公共

政策研究产业中经费、学者和影响力竞争》一书就 “开创了思想库研究中定

量研究的先河”。① 近年来，定量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得到普及。国际

比较的方法则是从各国智库发展的不同阶段，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以及发挥作用

的不同方式等角度进行相互之间的比较与分析。如美国的“旋转门”特征、日

本的“官僚特色”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非独立”性等都成为被比较的对象。

研究日本智库的方法其实与研究世界其他国家智库的方法没有太大区别，

基本是对前述三种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但是，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

展阶段不同，其智库的发展水平以及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也不甚相同。研究日

本智库的难度在于，日本智库既不像西方国家智库那样有成熟的发展，同时又

具备民主政治的生存环境; 它既不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有政府的强大财政支持，

同时又不具备美国那样发达的基金会以及对智库开放的政府系统。可以说，日本

智库的发展之路与欧美各国不同，大多是依附政府的官方或半官方智库组织以及

临时成立的首相智囊团对政府决策发挥一定的作用，真正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很

少。当然，其研究内容和价值取向也会根据执政党的政策需要而“身不由己”。

近年来，由于科技的发展和网络的应用，日本在研究智库时多采用实证

分析方法，公益财团法人综合研究开发机构 ( NIＲA) 是研究日本智库的最大

信息源。该机构不仅系统地提供有关日本智库发展与研究的信息，同时还肩

负着推动日本智库建设和发展的重任。综合研究开发机构一般从以下几个方

面入手研究日本智库。

1. 研究智库组织形态

研究日本智库组织有不同角度: ( 1) 根据规模的大小可以将日本智库分为

大型 ( 50人以上) 、中型 ( 20 人以上) 和小型 ( 10 人左右) 三种。 ( 2) 根据

政治主张不同可以划分为左翼智库、右翼智库和中性智库。( 3) 根据研究成果

不同可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不同研究领域的智库。 ( 4 ) 根据智库

注册的经营性质可以划分为财团法人、社团法人和行政法人。随着行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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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旭峰: 《“思想库”研究: 西方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 期，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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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入以及法律法规的完善，“行政法人”“非营利法人”分类被取消。财团

法人又分为“一般财团法人”和 “公益财团法人”。社团法人也分为 “一般

社团法人”和“公益社团法人”。目前，基本按营利法人、一般社团法人、一

般财团法人、公益财团法人以及“其他法人机构”来划分智库的组织形态。

2. 归纳智库研究成果

根据对研究领域、研究形态、研究时间的长短以及研究成果公开程度的

归纳，可以看出智库间的区别。以 2012 年底的研究成果为例: ( 1) 从研究领

域看，在 2012 年的 2726 件成果当中，有 731 件属于经济领域的研究内容; 国

土开发利用领域为 332 件; 产业领域为 297 件; 环境领域为 230 件。其他领域

都在 200 件以下，国际问题仅占 176 件，政治、行政也只占 173 件。由此可以

看出日本民众的关注点以及日本智库研究目标的倾向性。( 2) 从研究形态看，

在 2726 件成果当中，自主研究占 1067 件，比例为 39%，多为经济、国际研

究领域; 赞助研究占 49 件，比例为 2%，主要分布在福利医疗领域; 委托研

究占 1610 件，比例为 59%，以国土开发利用、环保、福利医疗以及政治领域

的研究为多。 ( 3) 从研究时间看，自主研究当中短期和长期研究偏多，在委

托研究当中，中期研究偏多。( 4) 从研究成果公开程度看，在 1067 件自主研

究当中，无偿公开的报告书占 648 份; 在 1610 件委托研究当中，无偿公开的

报告书只占 304 份。相反，在不能公开透明的研究成果当中，委托研究占 676

份，自主研究只占 56 份。可见，委托研究的透明度较低。①

当然，我们也可以就某一个智库的研究成果来研究其发展动向。以著名

智库“日本国际论坛”为例，截止到 2012 年 1 月，“政策建议委员会”共提

交了 35 次“政策建议”，其中，直接涉及对华外交的有三项，涉及对美外交

的有四项，涉及东亚外交的有六项，有关日本外交安全的有五项，其他各类

共有 17 项，对华外交建议比率为 9% ( 参见图 3 ) 。三项对华外交 “政策建

议”分别是: 第 12 次由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主持撰写的 《中国的未来与亚

洲安全保障: 构建新的日中关系》 ( 1995 年 1 月 25 日发表) ; 第 28 次由小岛

朋之主持撰写的《变动亚洲中的对华关系》 ( 2006 年 10 月 30 日发表) ; 第 35

次由“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伊藤宪一主持撰写的 《扩张的中国与日本的应

对》 ( 2012 年 1 月 20 日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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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日本国际论坛“政策建议”内容构成

即便是从单一智库的研究结果看，也可以观察出东亚外交安全以及对美、

对华关系是日本研究外交领域政策的智库所关注的重点。就中日关系而言，

我们还可以从该类智库的研究内容和观点的变化清晰地看出中日两国关系从

稳定到变化、再从变化到紧张的发展轨迹。

3. 关注智库经营状况

智库经营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智库的发展进程以及智库组织形态的改变，

因此，关注智库经营状况的变化成为我们研究日本智库的方法之一。日本智

库经过战后三次阶段性发展，近十年来处于调整阶段。2009 年的政党轮替并

没有带来政策过程的明显改变，中央省厅所在地 “霞関”被称为 “日本最大

智库”的现象亦无大的改观。

日本智库当中营利法人占主导地位，即便是公益法人，为了生存也经常

接受委托研究项目。如前所述，日本智库不像美国智库那样能够得到来自基

金会和企业以及个人的赞助，只能依靠委托研究争取生存空间。在日本，有
80%的智库依赖委托研究来解决经费不足问题，而研究成果是否公开全凭委

托者的意愿而定。正因为如此，日本智库研究成果的透明度较低。2001 年，

日本有关信息公开的相关法律颁布后，智库研究成果的透明度才逐渐提高。

纵观日本智库研究形态的变化，其委托研究的比例 1996 年占 79. 9% ;

2006 年占 70. 7%①; 2012 年的占 59%②，呈下降趋势。自主研究的比例 1996

年占 18. 4% ; 2006 年占 26. 1% ; 2012 年占 39%，呈上升趋势。智库的独立

—26—

①

②

公益财団法人·缏合研究开机构 ( NIＲA) 编 ?シンクタンク动向 2008? 、40 頁。
公益财団法人·缏合研究开机构 ( NIＲA) 编 ?シンクタンク情报 2014?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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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逐渐增强，但营利的机会变少了。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不论是自民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都加速了行政改

革的步伐，智库的经营状况越发困难。就连日本智库的“龙头老大”NIＲA也

遇到了财政困难。2007 年 11 月，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由政府认可的法人变成财

团法人，2011 年又被认定为“公益财团法人”。

2006年综合研究开发机构① 曾对智库的经营状况做过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

示: 有15%的智库组织认为经营状况恶化，认为有改善的只占4. 1%，认为没什么

变化的占 33. 6%，认为稍稍有点改善的占 16. 8%，认为稍稍恶化的占 30. 0%。②

总体来看，日本智库组织的经营状况比较艰难，单纯依靠政策研究的智

库难以生存。一般的智库或依靠大企业，或依靠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独立性

和公益性较低，且多集中在首都东京。日本的智库经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政策研究多被局限在行政的框架之内，只有接受委托研究才有资金来源，“委

托资金以外的独立资金来源基本没有”③。由于资金不足，连作为外交领域政

策研究先驱的 “亚太研究会”也于 2005 年解散。2008 年作为财团法人的
“政策科学研究所”解散; 民主党智库 “公共政策平台”2009 年停止活动;

自民党智库 “日本 2005 智库”于 2011 年解散; 2015 年，日本财团下属的
“海洋政策研究财团”解散。

二、战后日本智库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在“智库”这个词进入日本之前，日本就已经拥有智库了。1907 年成立

的“满铁调查部”、1919 年成立的 “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1922 年成立的
“东京市政调查会”、1932 年成立的“三菱经济研究所”、1933 年成立的 “昭

和研究会”、1938 年成立的“东亚研究所”，都是战前日本知名的智库。这些

智库为日本帝国的发展战略、殖民地经营策略的制定立下“汗马功劳”，成为

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尖兵。“满铁调查部”作为日本智库的鼻祖，成为 “日

本智库神话的原点”。在进行殖民地行政调查的同时，满铁调查部的智库成

员与从事战时行政的 “革新官僚”建立起密切关系。这张知识与政治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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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2016 年，该智库定名为“公益财团法人 NIＲA综合研究开发机构”，( 简称 NIＲA综研) 。
公益财団法人·缏合研究开机构 ( NIＲA) 编 ?シンクタンク动向 2006? 、10頁。
铃木崇弘 ?日本になぜ ( 米型) シンクタンクが育たなかったのか??、 ?政策·?、

2011 年、Vol 2、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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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网”，连绵不断地笼罩了日本政坛近百年。满铁调查部是首任满铁总裁

后藤新平设立的社会科学调查研究机构，资金来自国家，是地地道道的 “国

策公司”。“成立于日俄战争后的满铁调查部的最大特征，就是在日本帝国向

东亚扩张的各个阶段，始终站在调查活动的最前沿，为日本帝国的国家决策

发挥了重要的智囊作用。”①

从一般意义上讲，组建智库的高潮多出现在国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之际。

如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英两国都组建了重要智库。如英国 1920 年成立的
“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 1921 年成立的“外交评议会” ( CFＲ) 以及 1927 年

成立的“布鲁金斯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8 年美国 “兰德研究所”

( ＲAND) 成立，1962 年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 ( CSIS) 成立，1958 年英国
“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成立。日本智库出现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日本

国际问题研究所” ( 1959 年)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 1963 年) 、“野村综合

研究所” ( 1965 年) 、“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 ( 1966 年) 相继成立，70 年代

后日本进入大量组建智库时期。

日本智库确实不如美英发达，其研究成果也没有引起世界太多的注意。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智库的研究内容主要偏重经济，但还是有些政策性研

究。到了 80 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智库作为企业 “咨询机

构”的特征比较明显，它们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研究如何使日本的企业能得到

发展上，尤其在金融领域。进入 90 年代，随着日本追求 “政治大国”“军事

大国”战略目标的需要，日本智库作为“政策研究”机构的性质才最终确立。

在战后日本智库发展的前两次高潮中，智库的研究形态主要是接受国家、

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的委托，对产品开发、技术革新、市场调研倾注了大量精

力，为日本“贸易立国”、“技术立国”以及如何开发国际市场发挥了重要作

用。在第三次高潮中，对国家的外交、安保战略研究逐渐增多。日本智库为

政府制定国家内外发展战略、政策方针献计献策，为日本从 “经济大国”走

向“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方案。总体看，战后

日本智库的研究多偏于经济领域，最近十多年来，智库在外交、安保领域的

研究成果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也引起了日本内外学者的关注。

( 一) 日本智库设立的“第一次高潮”

“智库”一词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进入日本的。1968 年对于日本来说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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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小林英夫 ?涞鉄调査部?、平凡社新书、2005 年、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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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的一年，日本经济终于在这一年达到仅次于美苏的地位，成为资本主义世

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石油危机过后，日本进入战后第一次组建智库的高潮期。

1970 年被称作日本的 “智库元年”。在经过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后，日本的

社会、经济、产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公害问题”“环保问题”“城市

问题”作为社会问题逐渐出现。因此，公共政策引起国民的极大关注，智库

应运而生。1970 年前后纷纷组建一大批智库被视为战后日本智库设立的 “第

一次高潮”。此期间成立的日本智库除前述的几个外，还有 “社会工学研究

所” ( 1969 年) 、“日本综合研究所” ( 1970 年) 、“三菱综合研究所” ( 1970

年) 、“政策科学研究所” ( 1971 年) 、“未来工学研究所” ( 1971 年) 等。这一

时期，日本智库的研究重点一般都集中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国土开发利用、交

通、产业领域的研究成果占主导地位，公害、环保以及城市问题成为新课题。

为了促进和协调各智库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共同研究，1971 年成立了“日本

智库协议会”。1974 年 3 月，日本最大智库“综合研究开发机构” ( NIＲA) 在

各界的支持下成立。NIＲA的存在使日本智库在组织上和研究上都有了“领头人”，

尤其是NIＲA开展的系统调查和出版的相关刊物，为后来研究智库的学者提供了可

资借鉴的大量数据和研究成果。至今，NIＲA仍是研究日本智库的最大信息源。

从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日本各地纷纷组建智库，十年间组建的

智库共有 40 家左右。在 NIＲA的协助下，1985 年成立了“地方智库协议会”，

以促进各地区智库的平衡发展。这一期间，日本学界对智库在政府的政治、

外交、安全政策形成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开始关注。虽然研究成果不多，但

有些成果仍有参考价值。如《智库: 未来应走向政策研究》、《世界智库: 连

接“知”与“治”的装置》以及论文 《日本智库在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等研究成果都为后来的智库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 二) 日本智库设立的“第二次高潮”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是日本智库设立的“第二次高潮”。这一

时期的特征是金融机构、保险公司系统的智库纷纷建立，如“三和综合研究所”

“大和银行综合研究所”“富士综合研究所”“安田综合研究所”“住友生命综合

研究所”等。这与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以及金融业快速发展有密切关系。

尽管第二次组建智库的高潮来势凶猛，但是，显然这些所谓的 “智库”

基本都是相关企业的“咨询机构”。虽然这些智库也从事政策研究，但与研究

公共政策的智库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如果第一次高潮期成立的智库还可以

说注重公共政策的研究，那么，第二次高潮期成立的所谓智库组织，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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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的“咨询机构”特征非常明显。并且，在每年智库所接受的委托研

究收入总额当中，这些大型“咨询机构”就占去了 70%左右的份额。①

( 三) 日本智库设立的“第三次高潮”

冷战结束后，日本不仅在国际上危机感增强，同时因“1955 年体制”的崩

溃在国内政治上的危机感也增强了。国民关心内外大事，智囊纷纷议论朝政，

这都为日本智库的新发展提供了条件。在世纪之交日本智库又迎来了一个新的

发展时期，实现了由“咨询机构”向“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转换。21 世纪初

期，日本出现组建智库的第三次高潮，真正意义上的“政策智库”得到发展。

在 2000—2003 年这四年里，日本智库数量都连续保持在 300 家以上，达

到顶峰时为 332 家。其后虽然逐年下降，但仍保持在 200 家以上。近年来，

能源、环保领域的研究成为新趋势。其中，“环境能源政策研究所”“三菱综

合研究所”“能源综合工学研究所”“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等智库发挥了重

要作用，对政府制定合理的能源环保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随着 “环境能源

政策研究所”“市民活动中心”“政策过程研究机构”等智库的建立，特别是
1998 年《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 ( 简称 “NPO 法”) 通过，以政策建议、

政策研究为主体的 NPO相继成立，日本智库的发展终于走入正轨。

如果说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设立的智库主要发挥了 “咨询机构”功能，

那么，进入新世纪日本朝野各界认识到了智库是研究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

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不仅民间智库纷纷成立，官方、半官方智库也更加积极

地发挥作用。因此，一些面向企业的所谓智库 ( 即 “咨询机构”) 纷纷合并

或重组，各类智库组织开始以更宽阔的视野从宏观角度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

日本智库的政策咨询功能得到进一步完善。像国际问题研究所、防卫问题研

究所、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世界和平研究所、东京财团、海洋政策研究财

团、日本国际论坛以及各类智囊团等官方、半官方智库以及民间著名智库，

都为新世纪日本国家的内外发展战略的制定，提出了重要的政策构想。

在日本智库设立的第三次高潮期间，政党智库的建立以及智囊团在政府

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成为亮点。这一时期对决策发挥较大影响的与其说是智

库，不如说是隶属首相或政府的各类“智囊团”。日本的行政改革在桥本龙太

郎内阁时期就已开始，1998 年小渊内阁时期成立的 “经济战略会议”对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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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的解决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2000 年森喜朗内阁时期成立的 “IT 战

略会议”，不仅显示了作为智囊的各位专家问题意识的准确度，还发挥了智囊

团帮助政府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政策研究能力。尤其在小泉内阁进行 “结构

改革”以及民主党政权主张“革新行政”时期，“政治家主导”政策制定的

呼声高涨，时代的发展要求政治家提高政策制定水平和执政能力，政党需要

有自己的专门智库组织。于是，自民党的 “日本智库 2005”以及民主党的
“公共政策平台”两大智库都在 2005 年成立。

日本的“议院内阁制”一直被形容为 “官僚内阁制”，“制度疲劳”“官

僚本位主义”导致日本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形成了“官高政低”现象。因此，

“政治主导”“官邸主导”成为改革派政治家和一些政策专家的口号。不论朝

野都竞相公布自己的 “政治改革” “行政改革”政策构想与建议，这在客观

上推动了“政策智库” “政党智库”的发展。毋庸置疑，政党智库在提高政

党决策水平、制定政党发展战略，特别是在提高选举 “政策公约”的政策水

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推动党组织建设的有效手段。

三、日本智库如何影响政府决策

( 一) 智库报告书为政府决策提出政策建议

智库的主要研究成果，是由智库成员课题组经研究提出的报告书或单独

的“政策建议”，也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手段。当然，智库成员 ( 包括外聘

课题组成员) 也可以通过个人撰写的论文、接受采访时所发表的学术观点向

社会发声，形成舆论环境，进而使自己的政策构想影响政策制定者。不过，

期盼每一份报告书都能发挥影响决策的作用并不现实。只有那些知名智库、

社会名流以及政策研究专家参与撰写的报告书才会引起执政者的注意。日本

智库研究的范围涉及日本内政、外交以及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进入新世纪

以来，一些著名智库研究日本外交安保政策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的报告书成为

我们观察日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对华外交政策的窗口。下述几个智库都

曾对日本政府外交安保政策的形成发挥过作用与影响。

公益财团法人世界和平研究所成立于 1988 年 6 月 28 日，中曾根康弘为会

长，佐藤谦为理事长。2011 年 4 月 1 日该研究所由财团法人变为公益财团法

人。2001 年该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会”发表了报告书 《日本综合战略大

纲》，课题负责人是日本首相中最具战略思维的中曾根康弘。该报告书着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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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 年甚至 2030 年期间日本的发展，对未来五到十年的日本国家总体发

展战略进行了展望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该报告书在强调日本外交安保政策
重要性的同时，突出了修宪诉求。报告书认可了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并主
张在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同时强化多元安保国际体系。报告书在美国参与亚
太事务上表示出积极配合的态度，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却表示出担心，认为
中国未来的发展虽然潜力很大，但存在着很多不稳定因素，“另外，在对外关
系上，在地区范围内政治外交话语权不断增大的中国有可能与美国以及周边
国家发生摩擦”。① 报告书预测未来中国将对亚太局势产生 “决定性影响”，

因此，建议日本政府在坚持日美同盟作为外交基轴的同时，要将如何协调与

中国的关系作为“极其重要的课题”加以应对。

该报告书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强调修改日本宪法的必要性及其修宪的具
体步骤与内容。报告书指出，冷战已经结束十年，二战也过去了半个世纪，

国际形势已发生巨变，但日本宪法却没有任何改变，主张“为了日本的腾飞”
“为了国民”，应当制定一部“与时俱进”的宪法。关于修宪进程，报告书提
出了以下几个具体步骤: 通过七年实现修宪目标; 在国会 “宪法调查会”讨
论基础之上，各政党分别发表自己的修宪纲要，然后展开全民讨论形成共识;

在公布的修宪纲要基础上整合政治体制，制定有关在国会发起动议以及国民

投票的“修宪手续法”; 修宪案在议会获得 2 /3 议员的赞成后议会发起动议，

实施国民投票。报告书强调了以下几个修宪的具体目标: “首相公选”，修改
宪法前言，拥有军队，恢复行使集体自卫权，争做“国际贡献”; 明确规定国
民的权利与义务，成立“宪法法院”和“行政法院”。②

在安倍初次执政时，中曾根康弘就期待安倍能给日本带来 “巨大变化”，

特别希望安倍能在宪法、教育以及亚洲外交三个领域有所突破。中曾根在
2006 年的一次讲演中说，小泉偏离了日本政治的 “主流”，而日本政治的主
流就是“修改宪法，修改教育基本法”。中曾根要求安倍为未来的国家蓝图制
定出一个 “工程管理表”，并提出争取 “在五年内修改宪法”。关于亚洲外

交，他认为解决中日之间矛盾的方法如邓小平所说，“‘不解决’也是解决方
法”，即“搁置争议”。③

报告书提出至今已有 17 年，虽然日本修宪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但上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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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财囵法人世界平和研究所 ?缏合戬略研究仝? 编 ?日本の缏合戬略大纲?、2001年、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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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书的政策建议对日本政府其后的决策所发挥的影响力已有目共睹。虽然安

倍第一次执政不能令中曾根满意，但安倍再次执政以来，上述政策建议正一
步步成为日本政府的具体政策内容。安倍晋三特别重视教育和安保两个领域，

并积极推进修宪进程。
2015 年 12 月 16 日，世界和平研究所又提出了一个 “有关东亚海洋安全

保障的中曾根建议”。该政策建议强调应遵守“国际规则”，即遵循 1982 年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 1976 年的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 2002 年的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主张尽快制定 “南海行为准则”和 “东亚海洋安全
保障宪章”，并设立 “东亚海洋安全保障机构”。近两年，作为域外国家，

日本政府积极干预南海事务，小动作不断，给中日关系带来明显的负面影
响。2016 年 10 月，世界和平研究所 “海洋安全保障研究委员会”在 “中
曾根建议”基础之上推出了题为 “海上危机管理———来自现场的紧急建议”

的政策建议。关于海洋危机管理，该政策建议提出了七点原则主张: ( 1 ) 公
务船不应以所辖领海为由对民间船舶过度执法; ( 2) 在有争议水域为避免误
会，公务船之间应确保建立联络机制; ( 3) 签订防止军舰、军机突发事件协
定; ( 4) 明确渔船是 “兵”还是 “民”的所谓 “海上民兵”问题; ( 5 ) 提
高海上执法能力; ( 6) 相关国家要在海洋法、航空法等国际法领域形成共识;

( 7) 各国之间要相互合作，提高对海洋状况的认识能力。①

该政策建议强调其出台的理由是: “最近，在南海和东海出现了与已确立
的国际法不相容的单边主张与行动”。② 很明显，其矛头直指中国。

2006 年 11 月 30 日，日本时任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发表了题为 《构筑 “自
由与繁荣之弧”———拓展日本外交地平》的政策演讲，它标志着日本 “价值
观外交”正式出台。何为 “价值观外交”? 简单说就是倡导 “普遍价值”的
外交。何为“普遍价值”? 普遍价值包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市场经
济。其实，这些道理世界各国人民都懂，麻生之所以特意渲染是出于日本的
战略考量。世界和平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星山隆认为，“价值观外交”和“自由

与繁荣之弧”是日本政府提出的新外交政策，其含义是: “ ( 1) 日本要在安
保领域发挥与自己的能力相符的 ‘全球性’作用，为此，要大幅度地排除在
行使武力方面的制约。( 2) 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是按美国的价值观外交构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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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日本要与美国步调一致，如有哪个国家违反，日本应与欧美一起严厉

应对。特别是在亚洲形成新秩序的过程中，通过将美国引入亚洲来对付朝鲜
的核威胁以及中国的崛起。 ( 3) 不单单是美国，还要强化与欧洲、印度以及
澳大利亚这些价值观相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勾画应对俄罗斯与中国的外
交蓝图的同时，推进日本的自主外交战略。”①

日本的外交战略意图是明显的，讲民主、自由与人权只是表面文章，联
合美国及中国周边的个别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与遏制才是其真正目的。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对华外交就一直在缺乏战略思维的状态下运行。这
里有美国因素的作用，美国利用日美同盟 “再定义”为日本适当松绑，套牢

日本。同时也有日本的企图，日本既害怕中国强大，又害怕美国抛弃，更想
成为军事大国，实现成为 “正常国家”的 “宏伟蓝图”。日本的亚洲外交与
国际战略一直在这种自相矛盾中纠结与徘徊。所谓 “价值观外交”和 “自由
与繁荣之弧”正是日本为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间、繁荣日本的 “国家利益”而
画的“弧”。从地理上看，“它起自北欧，途经巴尔干、中东欧、中亚、中东
以及印度半岛，再通过东南亚来连接东北亚”。② 这是一个比当年的 “大东亚
共荣圈”更庞大、更宏大的扩张设想，日本想借助这一“新外交政策与方针”

来提升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形象与存在感，实现自己到 “地球另一边”的梦

想。“价值观外交”和 “自由与繁荣之弧”互为表里，前者是借口，后者是
意图。日本的核心战略目标就是强化日美关系与自主外交，在全球范围内积
极发挥作用并为亚洲“定规矩”。

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是战后日本成立最早的智库，隶属外务
省，第一任会长是前首相吉田茂。1963 年该研究所由财团法人变为公益财团法
人，其研究项目主要是承接外务省交办的课题，为日本政府制定外交、安保政
策提供理论依据并建言献策，研究所还定期出版《国际问题》月刊。2007 年 3

月该研究所提出了《日本对黑海政策———追求“自由与繁荣之弧”外交》报告
书，这是 2006年国际问题研究所受日本外务省委托所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是

一个有关黑海合作的政策建议。可以说，这是作为智库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在日
本外务省授意下为当时的安倍政府即将实施的新外交理念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日本“价值观外交”出台的国际政治背景是，日本与邻国中韩关系不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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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常”受阻。日本支持美国打伊拉克，虽然实现了 “借船出海”走向了世

界舞台，但国际上对此褒贬不一。日本急于在外交上找到突破口，于是，“自

由与繁荣之弧”外交战略构想便应运而生。该报告书强调，在对其进行评价

时，“应超越对中俄关系，日本只是想参加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国际游戏”。①

报告书称，“自由与繁荣之弧”外交政策是日本的一次 “外交革命”，是划时

代的外交路线转变，它使日本的 “外交三原则”变成 “外交四原则”，是日

本外交全球化的第一步。其实，“价值观外交”的实质是日本想通过欧洲外交

来弥补其亚洲外交的缺憾与过失，用以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

2016年 1 月 29 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表《2015 世界智库报告》，其

中，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位列世界第 15 名、亚洲第 1 名。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作为研究国际问题的智库，其研究范围覆盖全球。另外，每当日本政府面临外

交难题时，该研究所都出面为政府外交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帮助政

府解“燃眉之急”。2012年中日关系因日本“购岛”而面临危机。同年 9 月 24

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了“有关围绕尖阁诸岛问题的紧急建议”。该政策

建议包括以下四项主张: ( 1) 加强尖阁诸岛 ( 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

屿，———笔者注) 的警备工作，强化海上保安厅的体制与装备，增加大型巡逻

船。为防对手误判导致危机升级，有必要继续确保稳固的日美同盟关系。 ( 2)

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不论是历史上还是国际法上都已明确，应利用各种

机会向世界广泛宣传。根据 1951年《旧金山和约》第三条规定，美国在作为冲

绳一部分的尖阁诸岛拥有施政权。1972 年冲绳归还时，尖阁诸岛包括其内，因

此属于日本领土，要提醒美国不应该采取中立立场。( 3) 在冷静处理尖阁诸岛

问题的同时，绝不容忍中国的过激行为，希望中国能遵守国际法。 ( 4) 日中两

国应在海洋问题上通力合作，构筑信赖关系，建立危机管理机制。② 作为学者，

课题组成员明明知道美国移交给日本的是钓鱼群岛的“施政权”，而非所有权，

但是作为智库成员和政策建议的提供者，他们却要求美国放弃“中立立场”。

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在研究日本的 “积极和平主义”问题上比较

活跃，该论坛政策委员会两次发表相关领域的报告书。2009 年 10 月，该论坛

政策委员会发表了题为 “积极和平主义与日美同盟走向”的第 32 次政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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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建议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共九条。其中，第一条，关于国土安全的政策建

议: ( 1) 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等基础防卫政策; ( 2) 在美军重组过程中

给予协助，承认行使集体自卫权; ( 3 ) 废除 “武器出口三原则”; ( 4 ) 整合

并强化国家情报收集与分析体制。第二条，关于地区安全保障的政策建议:

( 1) 掌握东亚地区对话与合作的主导权， ( 2) 强化并发展日美在对华战略上

的协调关系， ( 3) 正视现存的对日本主权的侵害行为。第三条，关于国际安

全保障的政策建议: ( 1) 制定国际和平合作一般法，为全球性的国际安全保

障做贡献; ( 2) 推动核不扩散、核军缩以及核能的和平利用进程。

该政策建议出台时还是民主党执政时期，鸠山内阁的 “日美对等”外交

受阻。内有官僚掣肘，外有美国打压，鸠山内阁不得不辞职，菅直人内阁成

立。日本国际论坛就是在这样的国内政治氛围中发表了这篇右倾色彩浓重的

政策建议。该政策建议在前言中对国际形势以及日本现状进行分析后认为，

冷战时期日本一直实施 “低成本、低风险”的 “吉田主义”，现在进入了后

冷战时期，国际秩序已经从“一极”经过“多极”到了 “无极”状态，美国

已经无法发挥“世界警察”的作用。该政策建议强调，二战结束以来，日本

都是“被动地应对”国际事务，现在应该进行新的选择、搞一个能够取代
“吉田主义”的“主义”。于是，“积极和平主义”概念应运而生。所谓 “积

极和平主义”，是指“将日本的和平主义由 ‘消极的和平主义’‘被动的和平

主义’提升为‘积极的和平主义’‘能动的和平主义’”。① 也就是说，《周边

事态法》已经不能满足日本的需要了，“借船出海”不如 “造船出海”，日本

要“负起作为世界市民一员的责任”。

该政策建议对其后日本政府外交安保政策的右倾化产生重要影响，野田

内阁以官房长官谈话的形式废除了“武器出口三原则”，二次执政后的安倍内

阁将“积极和平主义”概念直接转化为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日本国际论坛在

安倍执政后对已有的政策建议并不满足，2014年 8月，该智库政策委员会就“积

极和平主义”观点又发表了题为《积极和平主义与日本未来走向》的第 37次政策

建议。新政策建议在绪论中指责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凭借武力扩大势力范围”，批

评俄罗斯为了抢先制定“游戏规则”而占领了克里米亚，指责这是对“不战公

约”的挑战，“是臭名昭著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翻版”。在渲染“中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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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公益财団法人日本際フォーラム第 32 政策提言 ?積極的平和主义と日米同盟のあり方?、
2009 年 9 月、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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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同时，政策建议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即日本已经不能满足恢复行使集体自

卫权这一解释修宪做法，而是要从“一国和平主义”转换为“世界和平主义”。

该政策建议认为，如果对俄罗斯的所作所为熟视无睹 “就是典型的 ‘一
国和平主义’”，国际社会“不能放过俄罗斯的违法举动，给中国一个错误信
息”，强调如果不对俄罗斯进行严厉制裁， “就是怂恿中国成为第二个俄罗
斯”。政策建议号召，日本人民要从“一国和平主义”的睡梦中觉醒，认识到
“没有世界整体的和平就没有日本的和平”“积极和平主义是日本与世界共存
共荣的战略性智慧的体现”。① 经过一番论证之后，日本国际论坛政策委员会
给政府开出的“积极和平主义”药方的国内部分锐减，只留下对集体自卫权

进行法制化一点，而有关日本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的部分却增添了
大量新内容。

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 1) 日本应当参加联合国安全保障军事措施。( 2) 制
定国际和平合作法，为国际安全保障体制的确立做贡献。( 3) 欢迎恢复行使集体
自卫权，希望能尽早将其法制化。 ( 4) 协调日美对华战略的同时，强化日本
与东南亚、澳大利亚以及印度之间的合作。 ( 5) 与七国集团一道拒绝俄罗斯
‘依靠武力单方扩充领土’行为并对其实施不承认政策。 ( 6 ) 日本要对 ‘全
球规模的各种问题’发挥领导作用。”② 也就是说，在这六条政策建议中，最

后一条才是日本“积极和平主义”的精髓，也最能满足安倍内阁的需要。作
为智库，该论坛在安倍政府制定 “积极和平主义”外交政策过程中所发挥的
作用一目了然。安倍内阁推行 “积极和平主义”外交政策的目的，就是不满
足日本防卫力量从本土走向周边，进而要让日本防卫力量走向世界，“到地球
的另一边”去实现对国际事务全面参与的“日本梦”。说到底，“积极和平主
义”就是积极扩张主义，是强军扩军、走向世界的 “主义”。安倍的最终目
的，是实现对宪法第九条的全面突破，使日本成为 “正常国家”，完成走向
“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

( 二) 首相“智囊团”影响政府决策
“智囊团”在日本多指 “审议会” “恳谈会”型政府或首相咨询机构。

“审议会”是依据法律成立的 “公共咨询机构”，持续的时间较长。而 “恳谈
会”则是首相临时成立的“私人咨询机构”，不需依据法律，一般持续一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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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公益财団法人日本際フォーラム第 37 政策提言 ?積極的平和主义と日本の针路?、2014 年
8 月、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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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根据重大决策的需要随时成立，并参考首相的政策意图提出相关政策构

想与政策方案。“恳谈会”有时也称“研究会”或 “学习会”。就对政策过程

的影响而言，恳谈会一般是在政策形成过程的前期发挥作用，或者说是为政

府或首相推行一项新政策寻找理论根据。审议会一般是在政策过程的后半段

发挥作用。即，恳谈会偏重提出政策方案，审议会则偏重政策立案与决策。

前者成员多为专家教授和社会名流，后者多为相关领域的官僚和议员。

1979 年 4 月 2 日，随着国际环境变化的需要，大平内阁成立了首相智囊

团“政策研究会”，其中的“综合安全保障研究小组”发表了报告书《综合安

全保障战略》，提出了要“自主努力、与同盟国合作、与国际社会合作”等政策

构想与方案。在美苏争霸的态势下，日本政府宣布了要“保卫千里海上运输线”

的政策主张，并大幅增加了日美共同军事训练的次数。“与以往的整合防卫力量

不同，这次整合是在日美密切配合下进行的，这是这一时期的特征。”①

战后日本著名的智囊团除了上述大平私人咨询机构 “政策研究会”外，

当属作为小泉公共咨询机构的 “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以及作为多位首相私人

咨询机构的“防卫问题恳谈会”了。

冷战时期，发展经济是日本的国家战略目标，决策由 “官僚主导”。但

是，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公共政策，特别是外交安保政策的制定其重要性显著

增加，决策机制也在发生变化。随着政策课题的复杂化以及“政治主导”“官

邸主导”呼声高涨，有必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注入专业知识，倾听民间有识

之士的意见。作为审议会或恳谈会的一员，专家与社会名流参与或影响决策，

对政府新政策的形成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冷战结束以来，作为首相

智囊团的“防卫问题恳谈会”共发表了四个重要报告书，对 《防卫计划大

纲》的修订以及日本外交安保政策的形成起到了导航作用。

1976年日本制定了战后第一个《防卫计划大纲》，该大纲决定了冷战时期

日本防卫政策的基本特征是专守防卫、日美同盟、放弃战争且不保有军队。20

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加速了修改防卫计划大纲的频率。而且，修改防卫

计划大纲之前，都要成立首相智囊团“防卫恳”并发表报告书。其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和影响力的四个报告书分别是: ( 1) 《日本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的走向》

( 1994年) ，即所谓的“樋口报告”; ( 2) 《“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报告

书———走向未来的保障与防卫力量设想》 ( 2004 年) ，即所谓的“荒木报告”;

—47—

① 田中明彦 ?日本の外交戬略と日米同盟?、?際问题?、No. 594、2010 年 9 月、37—38 頁。



从研究智库的理论与方法看日本智库的作用及影响

( 3) 《“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报告书》( 2009年) ; ( 4) 《处于新时代的日

本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的未来构想———致力于“和平创造国家”》( 2010年)。①

第一个报告书出台的背景是，日美共同的假想敌苏联解体，日本开始强

调防卫的“自主性”并产生 “离美”倾向。该报告书的特征是，将原来以
《日美安全条约》为中心的日本安保体制改为以国际协调为中心的“多元安保

合作”体制，即主张将日本被动的防卫政策改为 “能动的、建设性的防卫政

策”。美国发现了日本的这一微妙变化，出台了第三次 《东亚战略报告》

( EASＲ 1995) ，即所谓的 “奈报告”。1995 年 11 月日本新 《防卫计划大纲》

公布，日美安保体制的重要性得到再次确认，并且写入 “做出更积极的、能

动的国际贡献”等内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樋口报告”的影响。1996 年
4 月《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发表，1998 年 9 月《日美合作新指针》出台。

美国政府对美日同盟关系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给日本适当松绑。经过对日美

同盟的“再定义”，美国遏制了日本的“离美”倾向。

第二个报告书在日本防卫政策从“专守防卫”走向 “动态防卫”的质变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报告书主张将日本传统的防卫政策改为 “多功能的

有弹性的”防卫政策，这便是 2004 年防卫计划大纲修改前出台的 “荒木报

告”。与“樋口报告”出台背景相比，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国内

外政治形势都在迅速发生变化。2004 年出台的 “荒木报告”其明显特征就是

追求防卫政策能发生根本性改变，报告书在解禁武器出口以及重新定义日美

安全保障内涵上的主张已经形成对战后“和平宪法”的挑战。

第三个报告书的出台是在麻生太郎执政期间。从 2009 年 1 月到 8 月，由

六人组成的首相智囊团 “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经过 11 次全体会议，

就有关防卫政策的十个议题进行了讨论，并为其后的 《防卫计划大纲》修订

做准备。六位代表中有五位是学者，充分体现了智囊参与政策过程并发挥作

用、提高政府决策水平的努力与实践。2009 年的报告书强调了日本防卫力量
“动态遏制”以及确立情报优越性的目标。关于防卫政策与方针，报告书认

为，“国防基本方针”制定 50 年来没有修改，它不能继续充当今后日本制定

安保政策的具体方针。另外，建议重新讨论 “专守防卫”概念，并对 “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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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の安全保障と防卫力のあり方—21 世纪へ向けての展望—? ( ?樋口レポート? ) 、1994
年。?? 安全保障と防卫力に阌する懇谈仝? 报告书—未への安全保障·防卫力ビジョン―? ( ?荒木
レポート? ) 、2004 年。?? 安全保障と防卫力に阌する懇谈仝? 报告书?、2009 年。?新たな时代にお
ける日本の安全保障と防卫力の构想— ?平和创造家? を目指して—?、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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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三原则”将导致日本技术发展水平落后表示了担忧。由于自民党下台，

该报告书不了了之。民主党上台后推迟了《防卫计划大纲》的修改。

第四个报告书是在民主党野田内阁时期出台的。在“多元安保合作战略”

上，该报告书与 2009 年的报告书没有太大差别。但是，民主党智囊团“防卫

恳”的报告书提出了“新时代”与“和平创建国家”概念，显示了民主党政权

与自民党政权在外交安保政策上的不同。在理念与目标上，民主党智囊团报告

书不仅强调日本的安全与繁荣，也强调周边地区以及世界的稳定与繁荣，并主

张维持自由而开放的国际体系。不过，报告书也强调: “基本防卫力量”概念
(即“专守防卫”) 的有效性已经丧失; “武器出口三原则”不是武器禁运政策，

应确立新原则以推进防卫装备合作与防卫援助的开展; 构筑“动态遏制力”; 作

为中长期战略方针，应装备卫星系统并提高海洋监视能力; 取消“恳谈会”形

式的首相私人咨询机构，设立类似内阁官房的常设机构——— “有识之士会议”。

从上述自民党提出的 2009 年报告书与民主党 2010 年提出的报告书看，两

者的共同点有三: ( 1) 强调“动态遏制力”， ( 2) 主张“多元安保合作战略”，

( 3) 提出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从 2010 年日本政府制定的 《防卫计划大

纲》所提出的“动态防卫力量”概念以及提高日本的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强

化具有共同价值观以及共同安保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关系这一主

张看，恳谈会的报告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防卫计划大纲》的修订内容。

日本经济的萎靡不振，使日本人对自己国家所处的战略环境产生不安和

危机感，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战略需求更使日本政府急于加

强对外交、安保领域问题的研究以及政策立案水平的提高。2002 年 11 月 28

日，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智囊团就曾提交过一份报告书 《21 世纪日本外交

的基本战略———新时代、新理想、新外交》。该报告书对 21 世纪初期日本的

外交战略进行了系统的、客观的分析与展望，对小泉内阁的外交决策发挥过

重大影响。自民党重新夺回政权后，第二次上台执政的安倍首相恢复了其私

人咨询机构 “重建安全保障法制基础恳谈会”，对恢复行使 “集体自卫权”

以及建立正式军队进行前期理论研究并提出政策构想。2014 年 5 月，该恳谈

会向内阁提交了《应该承认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报告书，为实现战后日本第

三个国家发展战略目标———走向“军事大国”做理论和政策上的准备。

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执意对自民党的决策机制进行改革，他发誓要
“改造自民党”。在“官邸主导”和“政治主导”的口号下，他利用 “经济财

政咨询会议”帮助官邸决策，巧用 “政策公约”对政府决策过程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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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掌握政治家和官邸在决策过程中的主导权。根据内阁法规定， “内阁主

导”具有正当性，首相利用“智囊团”里的民间“有识之士”和 “智囊”这

一从外部注入的“刺激剂”，设定自己想实施的紧要政策课题，排除官僚的干

扰，使内阁会议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和作用。桥本内阁的“行革会议”、小渊内

阁的“经济战略会议”、森喜朗内阁的“IT战略会议”、小泉内阁的 “经济财

政咨询会议”以及前面提到的各次“防卫问题恳谈会”，都是首相发挥决策主

导权时所利用的“审议会”和“恳谈会”型决策手段的案例。

“政权更替”后，民主党政权更是以 “革新行政” “摆脱官僚”为己任。

政党智库的出现以及各式首相智囊团的设立，都在弥补政治家决策能力不足

的同时，推动着智库的发展以及智库研究水平的提高。2006 年 9 月 4 日，时

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在自民党的“日本智库 2005”举办的第一次讲演会上发表

题为《摆脱官僚主导时代的智库》的讲演时说: “对于智库的研究员来说，不

论是外交还是内政，自己的研究领域最重要。但综合看，其优先顺序因人而

异。例如，选举时说出所有领域的政策主张是不可能的，也没有时间。为了

在短时间内向国民传达政策主张，要考虑如何安排优先顺序。现场能够传达

的也就是一两个政策主张，我认为智库的作用就是能够提供此时进行判断的

依据材料。”① 小泉纯一郎用极其明了的语言，道出了智库应该在政策过程的

哪个环节发挥作用，如何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智库要在政治家和政府决策之

前对即将实施的政策找足根据，或者说，在建议政府实施该政策之前，自己要

先进行论证并能自圆其说，然后将论点与论据以及相关依据材料提供给政府和

决策者。总之，审议会和恳谈会作为首相的智囊团，不仅保障了首相能够主导

政策的制定，同时也能成为“维持政权”的有效手段之一。尤其在锐意改革的

小泉内阁时期，首相利用“咨询机构”来对付官僚统治的各省厅以及“族议

员”对自己决策的抵制，同时也使首相智囊团对政府决策所发挥的影响最大化。

四、日本智库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日本政治结构以及经济环境的变化，智库也进入了新一轮的整合期。

一批智库被解散，同样，根据国内外新形势的需要另一批智库被改组或新设。

除了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因素外，财力与人力因素也是智库分化改组的重要原

—77—

① 小泉纯一郎等 ?自民党の底力?、25 頁。



日本学刊 2017 年第 5 期

因。长期以来，日本智库对政治、外交、国际问题研究的份额并不大。其中，

研究国际问题的智库在全日本的智库当中所占比重为 3%，而且主要集中在首

都东京。从地域分布数值看，东京研究国际问题的智库所占比重为 8%以上，

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值。总体看，日本智库关注经济领域的课题更多一些，

近年来，一些民间智库也开始积极关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例如，“PHP综

合研究所”对“印度洋、太平洋与海洋丝绸之路”问题的前沿性分析与研究，

当然也包括一些右翼智库对领土问题的过度反应。

( 一) 日本智库发展进入调整期
2000 年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 《行政改革大纲》，2006 年公益法人改革三

法以及《地方分权改革推进法》成立。这些法律的实施为智库的发展改善了

政策环境，疏通了发展道路。根据 “综合研究开发机构” 《智库信息 2014》

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进入调查范围内的日本智库数量从 2000 年

的 332 家下降为 181 家。而 2012 年该数据为 193 家，与冷战结束时的 1991 年
( 191 家) 相差不多。因财力和人力的不足，21 世纪初蜂拥成立的 300 多家智

库，经过整合将近一半被撤销。官方智库也在实行民营化或部分民营化，智

库“龙头老大”综合研究开发机构亦不例外。当然，智库发展水平的高低是

由质量决定的。但是，相对于美国的 2000 家智库，日本的 181 家智库确实少

很多，与其经济实力以及实现军事大国的雄心也不相称。

1. “官僚主导”政策过程没有明显改变

日本智库得不到“可持续发展”固然有多种原因，但人力财力以及政策

环境的制约是最根本的原因。历来人们都把官僚机构云集之地 “霞关”看成

日本最大的智库，日本官僚的优秀素质也确实使他们能够肩负起 “政策立案”

的重任。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具有政策立案能力的组织非行政机构莫属。

特别是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日本的官僚制度显现出非凡的优越性。即便

是经历了民主党执政期间对官僚机构实行的“大扫除”，官僚掌控政策制定过

程的态势仍然没有实质性改变。因为日本的官僚素质较高并且对以往政策以

及政策制定过程了如指掌，日本又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不要说民间智库

很难有机会介入，就是官邸和政治家想主导政策制定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鸠山由纪夫首相“不信邪”就吃尽了苦头，当然，他的阻力不仅仅来自官僚，

更来自美国盟友的“不信任”。

自民党和民主党分别成立于 2005年的政党智库——— “日本智库 2005” ( 自

民党) 和“公共政策平台” ( 民主党) ，在政权两次轮替之后都销声匿迹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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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自民党内部早就有类似智库的“政策集团” ( 如中曾根康弘的“政策科学

研究所”、宫泽喜一的“平河会”等) 。政策集团作为自民党内部的小集团，既

是派阀形成的基础与发展条件，也发挥着政党智库的作用。自民党长期执政，

为弥补政策转换的空白，各派阀的“政策集团”就替代智库起到提出政策构想

的作用。“政策集团”不仅提高了各派阀成员的政策水准，也为各派阀在组织上

网罗了人才。同时，党内派阀斗争的结果，也使其获得或失去参与决策的权力。

不过，无论哪个政党执政，“政策立案”的机会都在官僚手中。

2. 趋于保守是日本智库发展的基本特征

其实，在野田执政期间，民主党在政治上就已经向右转。自民党重新夺

回政权后，日本保守阵营的力量得到壮大和发展。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期间

就非常重视教育和安保两个领域，但其保守的政策主张随着他的下台而变成

空想。重新执政后安倍便大刀阔斧地在这两个领域实施他的政策主张。保守

政权打造的政策环境，必然要影响到智库的研究内容和政治立场，保守智库

纷纷提出偏右的政策主张，为安倍的“新日本主义”执政理念提供政策依据。

像冈崎久彦、中西辉政这样的右倾文人便成为安倍首相倚重的智囊。

2012 年是日本智库发展的转折点。这一年，不仅智库的数量下降到冷战

结束时的水平，政治立场趋于保守化也成为此后日本智库发展的基本特征。前

述日本国际论坛、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世界和平研究所在 2012 年到 2016 年

期间提出的相关报告书和政策建议就是日本智库趋于保守化的明显例证。

另外，像平松茂雄、樱井良子、渡部升一这样的右倾智囊更是著书立说，

煽动日本民众反华，鼓动政府制定反华外交政策，恶化了日本的政策环境，

也破坏了中日关系的顺利发展。樱井良子主导的民间智库 “国家基本问题研

究所”提出的研究成果中，充斥着反华言论和对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尽管

她主导撰写的报告书对政府决策影响有限，但保守智库能起到煽动舆论干扰政

策环境的负面作用，日本有一批这样保守的民间小智库。即便是官方、半官方

以及民间较大的智库，从 2012 年以来的研究成果看，其保守倾向也是明显的。

隶属防卫省的官方智库“防卫研究所”不仅是“中国威胁论”的发源地，近年

来在加强对华研究的同时为日本政府提供的有关中国研究成果逐渐趋于右倾化。

( 二) 日本智库应把追求“公共精神”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日本智库要想在国际公共政策领域做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树立具有
“公共精神”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外交”正是日本外交的价值观误区，至今，

安倍政府也没有走出这个误区。智库是为政府公共政策决策进行导航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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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不能犯方向性错误。否则，公众的利益就会受损，社会就会付出代价。

1. “公共性”与智库的价值追求
“公共领域”的存在为智库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平台，“公共性”的追求

为智库设立了道德底线。所谓 “公共性”，一般是指 “公共利益” ( public

interest) 、“公共福祉” ( public welfare) 、“公益” ( commonweal) 等公共性的

利益追求。“公共性既是人类一种个体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存在。如果

离开了人类的本性，公共性也就不存在了，或者说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①

从东方哲学中，我们也能看到 “公共哲学”思想的遗产，如中国思想史

当中的 “仁义礼智信”以及后来极端发展的 “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取

向。在中国古代，“公”与 “私”的界限不甚明了。至少代表 “公”的不是

皇帝，而是“天”。作为“天子”的皇帝只是代替 “天”发布命令，实施统

治，维持社会秩序。如有“昏君”出现，民众就可以群起而攻之， “替天行

道”。古代中国“天”的概念具有一种“普遍性质”，抽象的“天”成为 “公

共性的载体”。“天的世界”就等同于今天的“公共领域”。

在日本，伊藤仁斋 ( 1627—1705) 的 “天下公共之物”一语被认为是日

本“准公共哲学”诞生的标志。日本真正倡导 “公共哲学”的人是幕末思想

家横井小楠，他提出了 “公共天理”概念。横井小楠认为，应该在世界范围

内制定一种能普遍接受的超越国界的、公平公正的各国都遵守的行为规范准

则，以此作为判断“有道”还是“无道”国家的标准。横井小楠的国际公共

思想即便在今天也有可供参考的价值。

不论世界还是日本，智库的类型各种各样，观点立场可以分出左中右不

同。但是，智库作为“政府决策的向导”，必须具备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基本

价值观，否则就失去了作为“思想库”和 “智囊团”的价值。尤其在当今世

界，国际形势动荡，国际秩序处于重新建构时期，各国智库与智囊团都应认

真思考什么才是人类最应当追求的目标，各国政府在制定国际公共政策时也应

考虑如何兼顾世界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日本智库而言，其价值观定位与其自身

发展以及国民对智库的认识有直接关系。另外，在现有的日本社会结构和政治

结构框架内，智库的生存空间直接影响到智库与智囊的使命感与自我认识程度。

2. 日本智库在国际公共政策领域里的“实用主义”价值选择

近年来，全球化与区域化进程同时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区域稳定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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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国共同的责任与义务。日本在地区和平中如何发挥作用，不仅是各国智

库研究的对象，也是日本智库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出谋划策”者首先应该

校正自己的价值定位，才能为政府决策增添“正能量”。一般来讲，在国际公

共政策领域，没有可以号令世界或地区的权威的决策主体，“实力外交”“均

衡发展”是其基本规则。因此，构筑超越国界的政策网络，创建新的国际体

制是各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没有地区局势的稳定，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也无从谈起。在风云变幻的国

际社会，只有发挥各国的智慧才能保一方平安。目前，国际局势混沌，特别

是朝鲜半岛形势紧张，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如何构筑地区“安全保障共同体”

以及“东亚共同体”。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主张 “开放的国家利益”，这

一观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在区域共同体内部用 “公共精神” “公共管理”

作为指导各国行动的准则，应当成为域内国家间的共识。在 “多样化中求得

统一”，而不是将“对立扩大再生产”，“就能将我们生活的东亚这一公共空

间变成没有战争的和平稳定的空间”。① 在国际安全保障政策领域，加强政策主

体的责任感，在国际公共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倡导“公共精神”和人类的“普遍

价值”，关心区域内外的整体利益，是我们构筑“和谐亚洲”以及“和谐世界”

的有效途径。这也是包括中日两国智库在内的亚洲各国智库以及世界各国智库

与政府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惠及周边的一

种有效的国际公共政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公共精神”的体现。

日本的部分智库、智囊以及有识之士也在不断地反思日本的智库建设，

认为目前的日本还是个民主主义不健全的国家，应当在国家行政机构以外建

立“民间非营利的独立组织”智库，使之弥补和推动日本的民主化建设。智

库与智囊对民主价值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的民主化发展。如，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日本人对 NPO 的关注度逐渐增大，90 年代末期以

来，随着《NPO法》《信息公开法》的实施，日本的“民间非营利独立组织”

智库相继成立并开始了“政策立案”的研究与实践活动。

当今的公共政策制定需要多领域综合性知识的支撑才能完成，同时，随

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也要求智库在提出公共政策构想时能以追求 “公共性”

作为行为准则。智库研究公共政策时，多以集体合作的形式完成共同的研究

课题，如何保持价值上的基本认同并提供对社会发展有意义的公共政策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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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案，就离不开对 “公共哲学”的理解与探讨。 “公共政策学”作为一个

学科诞生以来，“公共哲学”这个词就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关注。其实，公共哲

学的思想与讨论已经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公共哲学”“公共性”之所以受到

关注，一方面因其涉及价值判断问题，另一方面，近年来政府与个人之间出

现了“社会组织”，如 NPO、NGO 等。新的 “公共性承担者”的出现弥补了

政府行为的不足，也显示出自己 “公共性层次”和 “存在感”。所谓 “公共

哲学”就是关于公共价值观的学问，如果没有对超越个人、政府、团体、地

区甚至国家的普遍价值 ( 即 “公共哲学”) 的追求，在 “公共领域”和 “公

共世界”里，人们以及国家之间就没有办法进行理性交往。

安倍晋三首次上台，其 “新日本主义”执政理念就已显现。① 纵观安倍

第二次执政以来的内外政策，其右倾保守特征越来越明显。为了追求 “军事

大国”目标，安倍内阁对内搞 “皇国”和 “军国”式教育，加速修宪步伐，

一些右翼势力及相关智库积极跟进。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智库研究者也在思

考智库在“公共领域”的价值导向问题。他们在 “民间、非营利、独立”之

外，又增添了“公益”两个字，完善了智库概念的内容。他们认为作为智库，

应具备“民间、非营利、独立、公益”几个特征才能体现出智库的价值追求

和工作目标，确信智库只有比官僚更优秀并具备一种“公共精神”，才能有自

己的生存空间并得到可持续发展。

当今世界，智库在国家治理和国际战略制定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它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手段。进入 21 世纪以来，各国领导人制定

内外政策时越来越依赖系统化且具有前瞻性的知识与高超的智慧。② 因此，各

国不仅需要建设自己的高端智库，跟踪研究世界前沿性课题，更有必要对世

界各国智库的研究动态与研究方法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规律性总结。上述日本

智库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和智库的作用与影响，也值得我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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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王屏: 《“新日本主义”新在何处》，《环球时报》2006 年 10 月 18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中共中央文件首次提到“智
库”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特别强调智库建设要突出“两
个重点”: 一是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 二是把重点放在提高
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智库作为“思想库” “智囊团”，就应该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制定献计献
策，为政府内外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让智库的‘看法与想法’变为领导的‘说法与做
法’，让智库的‘文章’变为政府的文件，让智库的‘谋划’变为组织的规划，让智库的‘言论’变
为社会的舆论，让智库的‘对策’变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参见张东刚: 《用“精细化”理念提升智
库质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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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ole and Influence of Japanese Think － tank from Theoretical and

Methodical Prospective

Wang Ping

To study the structures and activities of think － tank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understand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s． Based on an in － depth analysis of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Japanese think － tank in the decision － making process，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ink － tanks should take the public spirit as its basic principle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role of Japanese think － tanks，which is shifted from an

enterprise － oriented consulter to a government － oriented policy research platform. Japan has

experienced three major waves of development of think － tanks，and is now at the stage of

adjustment period. Its experience i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China’s developing think － tanks.

シンクタンクの理论と方法の研究から日本のシンクタンクの役割と影响を

见る
王 屏

世界各国のシンクタンク组织の形态と研究动向に阌する追跗研究は、 各国政府の内外

政策を究明する有な方法である。 日本のシンクタンクを例として、 シンクタンク研究

の理论と方法、 日本政府の政策决定におけるシンクタンクの役割と影响にする分析と

讨を通じて、 日本のシンクタンクが自らの仳值宓现すると同时に、 公共精神 追求

を自らの行动基准とすべきなことを指摘した。 冷戬终结後、 日本のシンクタンクの性格

や役割には质的な化があった。 すなわち、 企业にする コンサルティング机阌 か

ら、 政府にする 政策研究 基盘への軎换である。 戬後日本では、 シンクタンクの设

立ブ&ムが3回あり、 现在はシンクタンク建设が调整期になっている。 その+は、 シン

クタンク建设が进んでいる中国にとって、 考にする仳值と意味がある。

( 责任编辑: 李璇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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